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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城镇职工消费生活与劳动动机的
制度安排及转型逻辑

王　宁

提要:本文运用政府文献分析法 , 对 50 年代初到 90 年代末消费制度的

转型及其逻辑进行了宏观分析。本文认为 , 在一个全能主义国家 , 消费并不
仅仅是个人层面的事情 , 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政策和制度安排的结果。而
国家对消费的制度安排 , 同劳动激励的方式和状况密切相关。消费制度与劳
动激励关系的变化 , 又同国家的合法性资源有着内在的联系。从国家所拥有
的合法性资源的消长变化趋势 , 不难辨认出国家在居民消费生活和劳动激励
上的制度安排的逻辑轨迹。

关键词:消费　劳动激励　合法性　理性化　制度转型。

一 、问题的缘起

消费制度转型是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的组成部分 。在有关中国社

会转型的著述中 ,虽有学者从社会学角度结合消费来探讨社会转型

(Davis , 2000 , 2005;Walder , 1986;陈昕 ,2003;郑红娥 ,2006),却鲜有论

著专门分析消费制度及转型规律问题。虽然不少经济学家探讨了中国

消费制度的变迁(杨圣明 ,1989;林毅夫等 , 2002;李通屏 , 2005;房爱卿

等 ,2006),其视角却局限于经济学 ,忽略了消费制度变迁与非经济变

量 ,尤其是社会结构 、意识形态 、合法性资源等社会学变量的关系 。本

文的目的就是从社会学角度出发 ,对中国城镇自 50 年代初至 90 年代

末消费制度转型及其规律进行“鸟瞰式”的宏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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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制度 ,根据诺斯的定义 ,指的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 ,或更正

式地说是人类设计的 、构建人们相互行为的约束条件 。它们由正式规

则(成文法 、普通法 、规章)、非正式规则(习俗 、行为准则和自我约束的

行为规范),以及两者的执行特征组成”(诺斯 , 2004:10)。倪志伟也指

出 ,制度“是支配社会关系的一套相互关联的规则和规范 ,由正式和非

正式的社会约束构成 ,这些约束形塑行动者的选择系列(choice-set)”

(Nee , 1998:8)。本文将沿用这一新制度主义的“制度”概念 ,不过 ,本

文只分析正式消费制度 ,不涉及非正式制度。在本文中 ,消费制度指的

是国家通过消费政策或行政命令与法规而对国民的私人消费和集体消

费所做出的正式安排 ,这种安排构成了居民消费选择系列的约束 。换

言之 ,在实际生活中生效的国家消费政策构成正式消费制度 。

毋庸置疑 ,中国城镇的消费制度在改革开放前后发生了深刻的变

化。有关这一变化 ,经济学家们进行了一系列研究 。例如 ,林毅夫等人

对中国在 20世纪 50 年代采取抑制消费的宏观政策进行了经济学分

析 ,认为这种抑制消费的政策是出于在资源高度稀缺的国情下国家为

了实行“赶超”战略 、优先发展重工业 、降低劳动成本而采取的措施(林

毅夫等 ,2002)。杨圣明探讨了中国消费体制的演变 ,认为中国在 30多

年的经济建设中 ,形成了消费三步曲:抑制消费 、补足消费和刺激消费

(杨圣明 ,1989)。李通屏从经济学角度对中国从 1949年以来的消费制

度变迁进行了研究。他认为 ,改革开放以前 ,中国采取了抑制消费的制

度安排 ,而从 20世纪 90年代后期开始 ,中国则采取了刺激消费的政策

和制度安排(李通屏 , 2005)。房爱卿 、范剑平 、朱小良等人分析了新中

国成立以来消费需求和消费政策的变化 。他们把国家的消费政策分为

四个不同阶段:第一 ,抑制消费政策阶段(1949-1978年);第二 ,补偿消

费政策阶段(1979-1988年);第三 ,适度消费政策阶段(1989-1997

年);第四 ,鼓励消费政策阶段(1998-2004年)(房爱卿等 ,2006)。郑功

成等学者则对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变迁进行了详尽的研究和评估(郑

功成等 ,2002),而社会保障制度的很大一部分属于集体消费制度。

这些论著描述和分析了中国消费政策与消费制度演变的过程 、阶

段和趋势 ,但是 ,由于仅仅局限于从各种经济学变量(或因素)来解释消

费政策与制度的变化 ,故而未能超越经济学的视野。从学术分工的角

度看 ,这样的学术取向是无可厚非的 ,但单一的学科视角毕竟是有局限

的。事实上 ,消费政策与制度的变迁不但涉及经济学的变量 ,而且也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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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各种非经济学变量 ,包括政治的 、社会的 、意识形态的 、文化的变量

等。社会学角度无疑有助于说明非经济学变量对消费制度的影响。

本文的一个基本前提是 ,在中国 ,消费制度的演变并不是一个独立

自足的过程 ,而是嵌入在中国社会的总体结构 、治理模式和意识形态的

背景中 ,并受到这些条件的约束的 。本文认为 ,在影响消费制度安排的

众多因素中 ,劳动激励方式是最为关键的条件之一 。换言之 ,消费制度

安排与劳动激励状况有着内在的互动关系 。要了解消费制度的演变 ,

不能离开对劳动激励方式的考察 。但是 ,消费制度与劳动激励的关系

演变 ,受到更深层次因素的影响。由此引出我的研究问题:消费制度的

安排与劳动激励状况是什么关系? 二者的关系是如何演变的? 导致二

者关系发生变化的更深层的条件又是什么?

本文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将集中于城镇地区。

本文采纳了政府政策文献分析法。围绕劳动激励与消费制度的关

系问题 ,笔者对建国以来重要的相关政策文献进行了梳理和分析 。由

于政府文献繁多 ,资料的分析涉及如何筛选的问题。我所采取的筛选

标准是看这些政策是否在现实生活中对行动者的选择系列实际地发挥

约束作用 ,就是说 ,是否构成相对持久的制度性安排。资料分析采取了

“主位分析法”和“情境分析法” 。首先从政策决策当事人的立场出发 ,

根据当事人对当时所处的具体情境的感知(感知到的现实)来理解他们

的所思所想及其相关决策行动 。然后 ,联系当时的社会情境 ,分析政策

选择背后的逻辑脉络和路径。

本文认为 ,尽管一般而言政策的形成涉及多方参与和博弈 ,但在中

国这样一个全能主义国家 ,最高领导层成员对国家的重大政策的制定

却具有关键性 、全局性的影响。所以 ,尽管这些政治人物是一些个体 ,

他们却不是普通的 、在微观层面上行动的个人 ,而是“宏观行动者” 。他

们的政策理念 、观念和决策 ,左右了国家政策和制度安排的方向 。研究

中国的社会转型 ,不能不研究国家的行动 。而要研究国家 ,不能不“把

人带回到国家中来”(Levi , 2002:33;转引自陈那波 , 2006:205),因为国

家本身并不是一个行动者 ,国家的行动不过是行使国家权力的人群的

行动(陈那波 ,2006:205)。

76

社会学研究 　2007.3



二 、劳动激励与消费抑制之张力:神圣化激励机制的形成

在以集权为特征的当代中国 ,国家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发挥了关键

作用 。消费制度变迁在某种程度上是国家行动的一个后果 。人们消费

什么 、消费多少 、如何消费 ,并不完全是个体层面上的事情 ,而是在很大

程度上受到国家政策和制度安排的约束 。由此可见 ,戴慧思等人所倡

导的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看待消费变迁 ,依然是一个十分有效

的视角(Davis , 2000)。

但是 ,众所周知 ,在全能主义国家 ,社会实际上已经被国家“殖民

化”了 ,也就是说 ,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与国家相对的社会 。这一点在

改革开放以前的计划经济时代尤其明显 。事实上 ,与国家相对的 ,不是

作为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有机社会 ,而是由一个个离散的个体 、家庭

或群体构成的机械集合体 。所以 ,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分析视角事

实上可以转变为“国家与个人的关系” 。由此出发 ,我们可以将国家与

个人的关系看作是一种隐性交换关系。但是 ,双方在不同的时期 ,所交

换的东西可能是不同的。而所交换的东西的变化 ,往往导致二者关系

的变化。

从改革开放之前的计划经济时代来看 ,国家用什么 、并且要从个人

那里交换什么东西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必须先看看当时国家所

面临的主要约束 。早在建国初期 ,为了迅速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 ,国家

产生了“现代化冲动” ,并确立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目标(远期是实

现共产主义)。① 但是 ,由于当时国家所拥有的物质资源极度匮乏 ,国

家必须迅速提高资源动员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 ,集中一切人力和物力

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业化目标(林毅夫等 ,2002)。为此 ,国家于 1953年

实施了“统购统销”制度 ,并于 1956年完成了对农业 、手工业和资本主

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此之后 ,国家至少与个人进行了两种隐

性交换:第一 ,用国家施恩(阶级剥削和压迫制度的消灭 、终身就业保

障 、社会福利制度等)来交换个人基于感恩心理的劳动热情和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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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可以说 ,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奥克肖特所说的“事业结社型”国家 , 而不是“公民结社型”国
家(详见 Oakeshott , 1975)。



第二 ,用国家承诺(未来的幸福理想和美好蓝图)来交换个人对目前阶

段的抑制消费(“滞后享受”)的同意。换言之 ,国家用其所拥有的合法

性资源①(包括国家施恩和国家承诺)来换取个人的劳动积极性和对

抑制消费的接受 。

第一种交换是为了提高国家的社会动员能力 。国家要带领人民实

现国家的目标(社会主义工业化),就必须在物质激励的幅度受到较大

约束的前提下 ,借助某种非物质资源来激发人民的劳动动机(劳动热情

和积极性)。这种非物质资源之一就是国家的“合法性资源” ,它体现为

国家所带来的“解放效应”(“民族解放与独立” 、“劳动人们翻身得解

放” 、“当家作主” 、“消灭剥削和压迫” 、“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制度)和

“庇护主义”(全方位的免费福利和社会保障 ,即集体消费制度)。在这

里 ,就业保障和单位福利成为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劳动人们

翻身得解放 、当家作主”的证明之一 。国家通过对城镇职工进行施恩和

庇护 ,唤起城镇职工的感恩 、忠诚和劳动积极性。不过 ,这种交换不是

一种显性交换(显性契约),而是一种隐性交换(隐性契约)。

第二种交换是为了提高国家的资源动员能力 。国家的使命是带领

全国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业化目标。为了在物质资源极度贫乏的国

度实现这样的目标 ,就必须集中一切可以集中的资源 ,用于社会主义的

工业化建设 。为此 ,国家要求居民“艰苦朴素” 、“勤俭节约” 、“节衣缩

食” 、“勒紧裤带搞建设” ,以便提高积累的比例 ,节省一切能够节省的资

源用于社会主义的工业建设。例如 ,刘少奇早在 1950年就指出:

　　为了保卫中国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就需要进行大规模的

经济建设 ,使中国工业化 。而为了要大规模地进行经济建设与加

快工业化 ,就需要由人民节省出大量的资金以投资于经济事业 。

而要人民节省出大量的资金 ,就不能不影响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

速度 ,就是说 ,在最近一二十年内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不能不

受到一些限制……我们为了筹集资金去建设我们的工业以创造将

来更好的生活 ,在我们不饿不冻并能保持通常的健康的条件之下 ,

78

社会学研究 　2007.3

① “合法性”是一个复杂的概念 ,由于篇幅限制 ,本文不展开对该概念的语义辨析。为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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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尽可能多节省一点 ,少花费一点 ,以便由国家把资金积累起

来 ,去加快工业化的速度 。(刘少奇 ,1985 1950:7)

那么 ,国家用什么东西来换取个人对抑制消费水平的同意呢 ? 毋

庸置疑 ,国家通过 1953年推行的“统购统销”制度将基本消费生活资料

的控制权垄断在自己的手里 ,使得个人不得不接受国家所规定的消费

水平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 ,如果个人是被迫

接受国家的限制 ,那么 ,个人必然在劳动行为上做出某种“抵制”(如:消

极怠工)。①然而 ,从历史和统计资料看 ,人们至少在相当一段时期内

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之所以如此 ,既有国家“施恩”的原因(如:终身

就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也有国家“承诺”所导致的人民对未来的期

待的原因(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在一定范围内有限的物质激励以及履

历激励的原因)。② 国家通过向人们承诺未来的理想蓝图 ,而换取人们

继续发扬“艰苦朴素”的精神(亦即“集体滞后享受”)。

这两种交换是相互影响和相互加强的。一方面 ,国家的社会动员

能力促进了国家的资源动员能力 。从组织资源层面看 ,由于按照权力

金字塔结构而建立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单位制 ,使得社会被高度组织化

了 ,国家的“命令性权力”大大提高 。从合法性资源层面看 ,由于国家具

有丰富的合法性资源和新的合法性来源(如:国家承诺),使得国家的

“说服性权力”大大增强。凭借“命令性权力”和“说服性权力”(二者均

构成社会动员能力),国家便可以极低的交易成本实行全民低工资 ,限

制居民消费水平 ,腾出消费资源用于社会主义原始积累 。另一方面 ,国

家的资源动员能力反过来促进了国家的社会动员能力 ,当几乎所有的

基本消费生活资料的支配权都掌握在国家手里的时候 ,国家的以行政

手段为特征的社会动员能力无形中也大大提高了 。

可以看出 ,在改革开放以前的计划经济时代 ,国家从个人那里所

“交换”的东西 ,主要是劳动积极性和对限制消费水平的同意。消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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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魏昂德认为 ,根据他对受访者的访谈 ,积极分子的积极并不单单是为了物质利益或个人

前途(履历利益),也不单单是出于大公无私。事实上 ,对大部分人而言 ,劳动动机是多样
而模糊的 ,包括履历发展的好处 ,物质回报 ,官方表扬以及荣誉地位 ,党的道德赞同和认

可 ,等等 ,很难说哪一种最重要(Walder , 1986:146)。

在 1953年 ,工人的劳动积极性对国家来说还没有构成突出的问题 ,因为那时国家对资本

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还没有完成。私营企业里的工人受到劳动纪律和传统工作
伦理的约束。所以 ,这个张力的广泛出现是在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



度与劳动激励之间因而具有内在的联系 。但是 ,在建国初期 ,抑制消费

的制度与劳动激励之间事实上是存在张力关系的 。这一张力得到某种

程度的缓解 ,主要是因为国家当时有着十分丰富的合法性资源(国家施

恩与国家承诺),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强大的“说服性权力” 。

从操作层面上看 ,在上个世纪 50年代初做出了抑制消费的制度安

排以后 ,国家逐渐形成了一种建立在合法性资源基础上的“神圣化激励

机制” 。这个激励机制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精神激励为主 、

物质激励为辅的阶段(1956-1965年);第二个阶段是突出精神激励 、冻

结物质激励的阶段(1965-1977年)。如果说在“四清”运动以前 ,奖金

等有限的物质激励机制还在起作用 ,那么 , “四清”运动之后 , “非物质

化”的神圣化激励机制占据了支配地位 。神圣化激励机制之所以形成 ,

主要在于物质激励的幅度受到约束 ,只能借助非物质资源的激励(思想

政治教育)进行弥补 。

神圣化激励机制的一个理论前提是 ,人性是可以通过思想政治教

育来改造的 ,自私自利是可以克服的。而精神力量一旦被调动起来 ,就

可以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 。正如毛泽东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

的?》一文中所阐述的 ,物质可以变精神 ,精神反过来也可以转变为物质

(毛泽东 ,1986a 1963)。正是由于思想观念的重要性 ,所以 ,在毛泽东看

来 ,“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毛泽东 , 1977 1955:243)。

魏昂德也指出 ,中国共产党把对居民的思想道德教育看作是惟一有效

的唤起居民奉献和服从的手段(Walder , 1986:122)。党在对工人阶级

进行动员的过程中 ,实际上把适用于党员的行为和思想标准扩大到全

体居民。按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行为和思想标准来要求全体人民 ,构成

中国的一个鲜明的特色(Walder , 1986:123)。

就其实质来看 ,神圣化激励机制是国家的“说服性权力”在基层组

织中的实施 ,主要体现为以下各种制度性措施:第一 ,国家意识形态宣

传和城镇各单位的思想政治动员(通常体现为单位的常规化的政治学

习活动①、谈心活动等);与此同时 ,各单位也对各种的错误思想和劳动

态度进行批评教育(或批评与自我批评)。第二 ,劳动竞赛制度 、评比与

表彰积极分子与先进分子的制度。通过劳动竞赛和评选与表彰“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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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者” 、“劳动模范” ,树立劳动典型。第三 ,党团员和干部的模范示范

制度 ,通过“先进”带动“后进” ,提高车间和单位的整体劳动热情或工作

积极性。第四 ,借助免费福利制度和充分就业制度等福利系统 ,来体现

党和国家对职工的关怀 、爱护与庇护 ,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唤

起人们的知恩图报 、积极奉献的意识。

神圣化激励机制虽然强调思想政治动员 ,强调个人的奉献精神 ,但

在具体操作层面上 ,基层单位领导在给予积极分子以荣誉和精神的回

报之外 ,依然给予一定的物质或机会的回报 。魏昂德描述了这个机制

的运作过程 ,即以“表现”为依据的奖惩机制。他认为 ,虽然“表现”是一

个模糊的字眼 ,但人们却能根据心照不宣的规则评判某个人的“表现” 。

它既包括个人的政治态度和观念 ,又包括人们的劳动积极性 、义务加班

与奉献精神 、与同事和领导的关系 ,以及个人生活作风(如:是否俭朴或

是否贪图享乐 ,男女关系是否检点等)等等。在工资尚未冻结(1963 年

以前)和奖金制度尚未取消(1965年)之前 ,单位是依据对个人“表现”

的评价来评定个人工资级别 、奖金的等级数额的。但是 ,在工资冻结期

间(1963-1977年)和奖金制度取消以后 ,物质激励也几乎冻结了 ,代之

而来的是“机会激励” ,尽管这种“机会”有时是物质性的(如:分房),但

绝大部分是履历性和荣誉性的 ,如:个人履历的好处(入党 、入团 、提级 、

提干)和精神荣誉(表彰)等等 。相反 ,如果“表现不好” ,尽管不会被扣

工资或解雇(只有犯罪才会被解雇),却可能被领导批评 ,责令作检讨 ,

严重的还要在大会上作检讨。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 ,批评和检讨是对

个人很大的羞辱和道德惩罚(参见Walder , 1986:132-143)。所以 ,如

果说积极分子为了争取上述奖励而积极表现 ,那么 ,非积极分子则形成

了一种“被动防御”的取向(Walder , 1986:153),以避免因表现不好而遭

致批评 、做检讨或被领导“穿小鞋” 。所以 ,通过这种微观机制 ,非积极

分子会表现出一种“仪式主义的顺从”(Walder , 1986:147),而积极分子

则往往会表现出“竞争性的无私”(Whyte , 1974;转引自Walder , 1986:

150)。

尽管神圣化激励机制在劳动态度和动机上造成一种分化的结果 ,

即积极分子群体和非积极分子群体的分化 ,在 70年代以前 ,这个机制

却成功地阻止了消极怠工的大面积出现 。尽管不是每个职工都能当积

极分子 ,但是 ,长期的政治动员和思想政治工作以及“回报的政治化”

(Walder , 1986:160),使得政治忠诚 、组织顺从 、积极劳动和生活俭朴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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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成为大部分职工的一种“第二本性”(Walder , 1986:155)。神圣化激

励通过“说服性权力”而塑造了“本能”的政治顺从者和尽职劳动者。

可以说 ,至少对积极分子群体而言 ,正是由于神圣化激励机制的作

用 ,使得个人在一段时期内(70年代以前)既能忍受清贫的物质生活 ,

同时又能保持“积极”的劳动热情和“旺盛”的干劲 。他们不但能够在消

费生活上“艰苦朴素” ,而且能够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 ,努力工作 ,

积极奉献 。因此 ,他们不仅是消费生活上的“苦行者” ,而且是工作和事

业上的“奉献者” 。在国家“说服性权力”的影响下 ,形成了以节俭为特

征的“苦行文化”和以“不计回报”与“自我牺牲”为特征的“奉献文化”的

“联姻” 。人们既能约束和抑制自己的消费欲望 ,同时又能保持积极的

劳动动机 。导致这二者同时并存的主要条件是神圣化激励机制 。

三 、从神圣化激励向世俗化激励的转型

一旦神圣化激励机制失效 ,苦行文化和奉献文化的“联姻”将发生

崩溃 。可见 ,苦行文化和奉献文化的结合是脆弱的 ,因为神圣化激励机

制是脆弱的。为什么呢? 神圣化激励的作用取决于两个前提:第一 ,神

圣的目标 、理想或对象不容玷污。第二 ,国家承诺不容违背 ,因为这种

承诺正是一种神圣的目标 。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后期(1971-1972 年

以后),神圣化激励机制开始失效了 ,部分原因是神圣化激励机制的两

个前提在“文革”时期遭遇了危机 。事实上 ,这种危机在“文革”以前就

开始了(如:“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但是 ,只有到“文革”中后期 ,它才表

现得较为集中:第一 , “文革”期间残酷的政治斗争现实 ,使得原来显得

神圣的理想和目标不再具有过去那种神圣的魅力;第二 ,国家承诺落

空。尽管从 1957年起工资调级几乎停滞了(国家只是分别在 1962 年

和1972年对工资做了小幅调整),并经历了 1959-1961年的困难时期 ,

但由于60年代初国家对经济的整顿和调整 ,人们的生活水平在“文革”

前夕还是有了较大提高。但是 , “文革”开始后 ,随着 1965年奖金制度

被彻底废除和职工工资的长期冻结(1963-1977年),大部分职工实际

生活水平趋于下降。那些在工资冻结期间就业的职工比起以前的职工

生活更为困难。与工资冻结同步 ,住房问题也不断趋于恶化。凭票定

量供应的副食品和消费品越来越难以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 ,同时 ,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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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断恶化 ,有钱有票也未必能买到东西 ,为了获得消费必需品 ,“走后

门”现象开始蔓延(Walder , 1986:191-201)。国家的承诺 ,在经过人们

20来年的积极奉献以后 ,未能得到兑现 、未能满足人们的预期 ,逐渐失

去了神圣性。

神圣化激励机制一旦不那么有效了 ,人们的消费抑制和劳动动机

之间就会发生另外一种关系。即是说 ,由于生活水平始终难以提高 ,人

们便不愿像过去那样拼命苦干了。生活的长期贫困和“感知到”的工资

收入的不平等(例如 ,工人有八级工资制),使得一些特定年龄群体职工

开始消极怠工 ,劳动积极性开始降低了(Walder , 1986:197-201)。用

魏昂德的话说 ,劳动力“去道德化了”(Walder , 1986:205)。特别是在

1971-1972年以后 ,职工的劳动纪律松弛了。“文革”的政治冲击使得

单位领导的权威衰落了 ,由于加强劳动纪律管理会带来政治风险 ,所以

单位领导不敢 、也不愿抓劳动纪律管理了。管理层纵容了劳动纪律的

松弛(Walder , 1986:205),他们只能借助政治学习和充满政治口号(如:

“抓革命 、促生产”等)的周期性生产运动来试图调动职工的积极性

(Walder , 1986:208)。但这种神圣化激励机制却已经不再有效 。由于

干好干坏在收入上是一样的 ,使得不论是工人还是领导的工作责任心

在很大程度上下降了 。人们这种微观的劳动态度导致了宏观社会劳动

生产率增长缓慢(Field , 1983)。结果是 ,人们感觉到 ,一方面 ,人们

“忙”得很辛苦 ,另一方面 ,人们却始终难以解决消费品短缺问题 。而消

费品短缺 ,反过来使得人们的劳动积极性难以提高;更致命的是 ,它助

长了人们通过“拉关系” 、“走后门”来谋取特定的物质利益(如:分房 、泡

病假等)(Walder , 1986:210-211)的做法。这种不公平竞争现象进一

步瓦解了神圣化激励机制的效用 , 加剧了劳动力的 “去道德化”

(Walder , 1986:211)。与此同时 ,政治运动中的不断批评和指责 ,反而

使得工人心生反感和怨气 ,干群关系紧张 ,积极分子被孤立 ,而工人则

频繁地将工厂的东西偷回家 ,或通过索取假病条来泡病假(Walder ,

1986:212-219)。显然 , “文革”期间强化的政治学习和政治动员并没

有达到劳动激励的目标 ,是失败的(Walder , 1986:219)。

神圣化激励机制的失效导致了节俭文化与奉献文化“联姻”的崩

溃 ,这使得“文革”期间被“打倒” 、“文革”结束后出来工作的新一代国家

领导人不得不寻找新的激励机制作为替代 。那么 ,这个激励机制是什

么呢 ?不论是作为权宜之计 ,还是作为根本出路 ,它都只能是世俗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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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机制 ,即以物质刺激为主的激励机制。正如林毅夫等人所说的 ,改

革开放最初的实践就是要建立一个新的劳动激励机制 ,以调动劳动者

的生产经营积极性 ,提高社会劳动生产效率(林毅夫等 ,2002)。也就是

说 ,通过改革劳动动机的激励机制 ,国家试图解决神圣化激励机制失效

所遗留下来的劳动动机不足的问题 。

但是 ,仅仅通过增加工资而不改变那种不合理的传统产业结构

(农 、轻 、重比例失调),增加了的工资也难以买到消费必需品 。所以 ,为

了使得物质激励起到充分的作用 ,国家调整了农业 、轻工业和重工业的

比例失调关系 ,大力发展消费品产业 ,满足人们不断提高的消费需求 。

国家放弃了 20世纪 50年代所奉行的“重工业优先发展” 、“先生产 、后

生活”政策 ,转而实行改善和补偿人民的消费生活的政策。而之所以如

此的另一个原因是 ,改革开放之初 ,国家所面临的头等问题是党和国家

声望的下降。

既然提高人民消费生活水平具有重构国家合法性的功能 ,那么 ,国

家就必须想方设法增加消费品的供给。因此 ,改革开放以来 ,国家一方

面调整积累与消费的比例 ,增加消费的比重 ,大力发展消费品产业;另

一方面 ,恢复奖金制度 ,对长期冻结的工资(调级)进行“解冻” ,提高职

工工资 ,落实“按劳分配 、多劳多得”的分配政策 ,对劳动者实行物质刺

激 ,以物质报酬的方式调动劳动者的生产劳动积极性与效率 。很显然 ,

注重效率 ,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一种很自然的选择 ,因为国家领导人意识

到 ,没有效率 ,就没有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也就没有党和国家的威信 ,

从而合法性也就难以重建。于是 ,效率逻辑就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

工作所遵循的主要逻辑。与此相联系 ,工作动机的激励不再是以神圣

化激励为主 ,而是以世俗化激励为主 ,即多劳多得 、按劳分配 ,物质取代

精神而成为劳动激励的主要方式。

从个人层面来说 ,人们不再是计划经济时代的那种“奉献者” ,而是

逐渐变成了“自利人” ,即可以合法地追求包括物质利益在内的个人利

益的人 。劳动 、人事 、工资等制度的改革 ,使得个人与国家在越来越大

的程度上成为一种契约关系。随着人们的奉献文化让位于自利文化 ,

苦行文化也让位于消费文化 ,物质财富和消费品的占有成为人们奋斗

的一个目标。在某种程度上 ,物质主义取代理想主义 ,成为越来越多人

的工作与生活的动力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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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私人消费制度的转型:从理性化逻辑到合法性逻辑

上面已经说过 ,在短缺经济时代 ,就私人消费领域的制度安排来

说 ,当国家有着丰厚的合法性资源之时 ,国家便可以采取抑制消费的制

度而不担心劳动激励不足的问题;但是 ,当国家的合法性资源遇到危机

的时候 ,国家便不得不改变抑制消费的制度 ,并将改善人民的消费水平

当作恢复合法性资源的途径(以及提高城镇职工劳动积极性的措施之

一)。可见 ,合法性资源是影响私人消费制度安排的一个更深层次的变

量。那么 ,是否可以说 ,由于国家的合法性资源不同 ,国家在做出私人

消费制度安排时所遵从的逻辑也不同呢 ?如果这些逻辑不同 ,那么 ,它

们分别是什么逻辑呢 ?

20世纪 50年代初 ,国家对私人消费制度的安排受到各种具体因

素的约束 。它们包括:第一 ,物质资源约束。建国之初 ,中国是一个在

经济上极度落后的国家。也正因为如此 ,中国政府存在一种强烈的摆

脱农业国的贫困落后面貌 、实现工业化的“现代化冲动” 。第二 ,传统伦

理约束。中国有着几千年的节俭伦理的传统 ,这个传统在新中国的缔

造者中国共产党那里得到了完全的继承 。共产党在先前的革命根据地

所奉行的是一种达到极致的节俭伦理 。受“根据地节俭伦理”的影响 ,

国家存在着将“根据地节俭伦理”向全国人民推广的倾向。第三 ,意识

形态约束 。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有着自己的一套宏伟的社会理想和意

识形态性目标 ,它的所有活动都是要去实现这个目标。第四 ,苏联的示

范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后 ,由于西方的封锁 ,中国政府采取了向苏联

“一边倒”的外交政策 ,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模式

成为中国模仿的对象 。所有这些约束汇总在一起 ,使得国家走上了建

立抑制私人消费的制度安排。为了在资源极度缺乏的国度动员和组织

人民实现国家的工业化目标 ,国家通过建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

提高自己的资源动员能力 ,并因此而采取抑制消费的政策(低工资 ,提

高积累的比例 ,降低消费的比重),以减少居民在消费上与工业化争夺

资源的可能。

从政策取向看 ,国家之所以能在建国初期贯彻落实抑制消费的制

度(这种制度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之前),是因为国家有着很高的声望 ,

有着丰富的合法性资源作为政策的支撑 。在国家看来 ,国家目标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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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 ,事关全民族的根本和长远利益 ,为了这个目标 ,这一代人有必要

在消费水平上做出牺牲。在国家领导人看来 ,个人利益必须服从国家

利益;①当国家目标与居民消费欲求之间发生了冲突的时候 ,国家只能

暂时牺牲一代居民的消费欲求 ,限制他们的消费水平 ,以保障一切资源

优先用于国家工业化目标的实现 。所以 ,国家在居民的消费欲求问题

上所制定的政策 ,遵循的是“理性化逻辑”(即:手段合理性逻辑)

(表 1)。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 ,在国家看来 ,抑制居民的消费水平 ,是

实现国家工业化目标的一种必要手段 、一种理性选择 。即便这种制度

安排可能引起居民的不满 ,国家也力推这种制度。

最能体现这种理性选择的消费制度 ,就是粮食的“统购统销”制度 。

它由陈云设计(陈云 , 1984 1953:202-206),并得到毛泽东的同意 。在

1953年10月 2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 ,毛泽东肯定了陈

云提出的 、对中国宏观消费制度发生重大影响的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

建议。毛泽东在对会议进行总结时表示 , “赞成陈云同志的报告 ,详细

办法以后讨论……这也是要打一仗 ,一面是对出粮的 ,一面是对吃粮

的 ,不能打无准备之仗 ,要充分准备 , 紧急动员”(毛泽东 , 1999 1953:

295)。毛泽东在肯定了粮食征购的必要性的同时 ,也肯定了粮食配售

的必要性。他说 ,“配售问题可以考虑 ,我观察也势在必行。因为小农

经济增产不多 ,而城市粮食的需要年年增长……至于名称 ,不叫配售也

可以 ,可叫计划供应” 。毛泽东也意识到统购统销工作的难度 , “这样做

可能出的毛病 ,第一是农民不满 ,第二是市民不满 ,第三是外国舆论不

满。问题是看我们的工作” 。他主张 , “要大张旗鼓地宣传粮食统购统

销政策 ,但报纸一字不登”(毛泽东 ,1999 1953:297)。显然 ,尽管毛泽东

意识到粮食配售(即统销)会引起市民“不满” ,但为了国家的长远目标 ,

依然坚持推行。之所以如此 ,部分是因为粮食配售有利于国家在粮食

短缺条件下对私人的粮食消费欲求进行限制。显然 ,国家领导人不惜

因为粮食的“统购统销”而与农民和市民“打一仗” ,是因为他们在“合法

性考虑”和“理性化考虑”权衡中 ,选择了后者。事实上 ,他们之所以如

此选择 ,也正是因为当时党和国家有很高的声望和丰厚的合法性资源

可资利用 ,因而并不担心国家的合法性会因此而受到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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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毛泽东说:“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 , 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毛泽东 ,

1986b 1956:726)



1954年 9月 23日 ,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所做的

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明示了抑制消费的权宜性和手段性(理性化逻辑):

　　重工业需要的资金比较多 ,建设时间比较长 ,赢利比较慢 ,产

品大部分不能直接供给人民的消费 ,因此在国家集中力量发展重

工业的期间 ,虽然轻工业和农业也将有相应的发展 ,人民还是不能

不暂时忍受某些生活上的困难和不便。但是我们究竟是忍受某些

暂时的困难和不便 ,换取长远的繁荣幸福好呢 ,还是因为贪图眼前

的小利 ,结果永远不能摆脱贫困和落后好呢? 我们相信 ,大家一定

会认为第一个主意好 ,第二个主意不好。(周恩来 ,1993 1954:586)

在国家领导人看来 ,抑制消费是人民暂时牺牲眼前利益 ,是一种权

宜性手段 ,目的是换取国家的长远利益。显然 ,在消费安排上 ,国家推

行的是一种集体性的“滞后享受” 。

从20世纪 50年代党和政府的各项文献可以清楚地看出 ,党和国

家领导层在当时是具有非常高的合法性自信的。这部分是因为当时的

党和国家领导人有着非常高的声望 ,具有丰富的合法性资源可资利用

(同时也由于国家全能主义的社会组织方式)。正是由于此国家在推行

抑制消费的制度的时候 ,才能够最大程度地减少社会抵制 ,以低成本落

实“抑制消费”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为提高国家的资源动员能

力 ,进而提高国家的社会动员能力 ,建立和强化计划经济体制 ,发挥了

重要的作用。

由此而引出的下一个问题是 ,改革开放以后所推行的消费制度是

否也同国家的合法性资源有关系呢? 依据我对政府政策文献的分析 ,

答案是肯定的。但此时不同于彼时 ,合法性资源与消费制度发生关系

的模式发生了变化。上面说过 ,在 50年代 ,国家之所以推行抑制消费

的制度 ,部分是因为国家拥有丰富的合法性资源。不仅如此 ,在国家领

导人看来 ,抑制消费只是一种阶段性的 、权宜性的手段 ,它最终将为党

和国家赢得更多的合法性资源 ,因为一旦工业化的目标实现 ,人民可以

过上更加美满幸福的生活 ,党和国家就能获得更高的声望。但是 ,到了

改革开放前夕 ,在实行了 20多年的抑制消费的制度以后 ,人们的生活

水平不但没有提高 ,而且实际上还下降了。换言之 ,国家当年的“承诺”

落空了 。我们在这里暂且不提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 ,尤其是“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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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的“动乱”对国家目标的神圣性的瓦解和解构作用 ,单是持续了 20

多年的物质 、精神生活的贫困 ,就足以在很大程度上耗竭国家原有的合

法性资源 。由此不难看出 ,要了解改革开放以后所实行的消费制度 ,不

能不考虑改革开放之初国家所面临的合法性资源枯竭这一关键性的背

景和前提条件。

从改革开放启动之初的党政政策文献可以清楚地看出 ,党和国家

领导人邓小平之所以发动改革开放运动 ,同他以及集体领导层对当时

国家所面临的合法性资源危机的体察和感知有内在的联系 。关于党和

国家的声望(合法性资源)下降的问题 ,邓小平说得十分清楚:

　　林彪 、“四人帮”对我们党损害极大 ,现在应该说 ,我们党在人

民当中的威信不如过去了 。过去 ,我们克服困难 ,党的一个号召 ,

党中央的一句话 ,全国照办 ,非常顶事。1959 年 、1960 年 、1961 年

那样的严重困难 ,在党的统一领导下面 ,很快就克服了 。那是很值

得回忆的。两千多万职工下放 ,走群众路线 ,讲清楚道理 ,大家并

不埋怨。现在就不那么容易了 。(邓小平 ,1983a 1980:268)

邓颖超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也

指出:

　　现在群众不是说我们党威信下降了吗? 我们自己也承认这个

问题 。经过十年动乱 ,这么多的歪风邪气 ,这么多的问题存在着 ,

我们党的威信是有所下降 。(邓颖超 ,1982:720)

而导致党和国家的声望或威望下降的关键原因之一 ,就是人民长

期处于贫困之中 。这一事实无形中瓦解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官

方话语 ,而“社会主义优越性”恰恰是国家的合法性资源之一 。所以 ,在

党和国家领导人看来 ,要化解国家的合法性资源危机 ,重建党和国家的

合法性资源 ,办法之一就是发展经济 ,增加职工的收入 ,提高人民的生

活水平。①下面的引文是邓小平在1978年及随后几年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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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魏昂德也指出 , “党不再要求居民广泛的牺牲……它对消费者的需要做出了强有力的承

诺。的确 ,有能力满足这些需要成为自我强加的党的合法性的标准。”(Walder , 1986:224)



　　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 ,哪能像现在这样 ,搞了 20 多

年还这么穷 ,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 ?我们要在技术上 、管理上都来

个革命 ,发展生产 ,增加职工收入。(邓小平 ,1983b 1978:130)

我们干革命几十年 ,搞社会主义 30 多年 ,截至 1978年 ,工人

的月平均工资只有 40 、50元 ,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 。

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 ?因此 ,我强调提出 ,要迅速地坚决地把

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了这个问

题 ,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 。从以后的实践看 ,这条路线是对的 ,全

国面貌大不相同了。(邓小平 ,1993a 1982:10-11)

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更不是共产主义 。

(邓小平 ,1993b 1984:63-64)

从1958年到 1978年这 20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

主义 ,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 ,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

平 ,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 。(邓小平 ,1993c 1985:116)

可见 ,新一代国家领导人意识到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社会主义

优越性”的必要体现和证明 ,为此必须发展经济 ,必须进行经济改革 。

而“社会主义优越性”正是国家的合法性资源所在 。所以 ,调整消费和

积累的比例关系 ,发展消费品产业 ,增加人民的收入 ,改善人们的消费

生活水平 ,就具有重构国家的合法性资源的功能。

由此不难理解何以国家在改革开放初期(1979-1988年)在私人消

费领域采取了补偿消费的政策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从 1978年到

1981年 ,消费在 GDP中的比重从 62.1%上升到 67.5%;相应地 ,积累在

GDP 中所占比重从 38.2%下降到 32.3.%。与此同时 ,国家提高了城

镇职工工资 ,恢复和实行了奖金制度 。国家还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

格 ,提高农民的收入 ,相应地为城镇职工实行农副食品价格补贴(房爱

卿等 ,2006:4-8)。

可以说 ,改革开放初期所实行的物质刺激和补偿消费的政策 ,不但

调动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 ,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 ,重构了劳动激励机制

(即世俗化激励),而且由于消费品供给的改善和人民消费生活水平的

提高 ,使得党和国家迅速恢复和提高了声望 ,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国家

的合法性资源危机。可见 ,随着80年代中期全民性的消费生活水平的

改善和提高 ,包括饮食 、服装消费水平的提高和家用电器消费的逐步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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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城市居民家庭 ,党和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

心拥护和支持 ,合法性资源也因此得以重构。

从改革开放初期可以明显看出 ,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成为老百姓

拥护“改革开放”的重要原因之一。可以说 ,居民私人消费水平的提高

在国家重建合法性中扮演了十分关键的角色(尽管不是惟一角色)。所

以 ,在改革开放初期 ,国家在私人消费领域所制定的政策遵循的是“合

法性逻辑” 。居民的消费不仅仅是手段 ,也不仅仅是经济问题 ,而且是

首要的政治问题之一 ,因为它有助于恢复国家的合法性资源 ,事关党和

政府的执政基础 。不仅如此 ,私人消费水平的提高 ,反过来有助于激励

人们的劳动动机 。

由上可见 ,从改革开放以前到改革开放的前期 ,国家在私人消费的

政策和制度安排上分别遵循了不同的逻辑 ,即从理性化逻辑向合法性

逻辑的转变(表 1)。

　表 1　 国家在私人消费制度的安排上所遵循的逻辑

阶段 私人消费政策

改革开放以前 理性化逻辑

改革开放前期(80年代) 合法性逻辑

改革开放近期(90年代末以后) 理性化逻辑

　　不过 ,有必要指出的是 ,经过 1989-1997年的“适度消费政策阶

段”(房爱卿等 ,2006:8-9)以后 ,国家在 90年代后期(1998年至今采取

了鼓励消费的政策(李通屏 , 2005;房爱卿等 , 2006)。到了 90 年代末

期 ,随着中国告别了短缺经济 ,产品开始出现过剩 ,特别是随着 1997年

东南亚金融危机 ,市场需求疲软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瓶颈之一。在此

背景下 ,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旨在促进国内消费的经济政策 ,如:在短短

几年内连续8次降低银行存款利率 ,降低住房 、汽车等耐用消费品的消

费税率 ,征收存款利息税 ,提高城镇低收入者和公职人员的工资 ,推行

消费信贷 ,延长节假日(并因此形成三个旅游“黄金周”),等等 ,以扩大

国内消费市场 ,促进经济增长 。很显然 ,从改革开放初期“补偿消费政

策阶段”向 90年代末期“鼓励消费政策阶段”的转变 ,意味着私人消费

水平的普遍提高 ,私人消费作为重建国家合法性的角色趋于弱化 ,私人

消费的政治功能开始让位于经济功能 ,消费开始回归到经济的角色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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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地 ,在 90年代末期 ,国家在私人消费上的制度安排开始回归“理性化

逻辑”(表 1)。

但是 ,出乎国家消费政策制定人的预料 , 90年代后期推出的一系

列旨在扩大国内市场消费的经济政策的效果并不十分理想 。究其原

因 ,则不能不联系到 90年代后期所推行的集体消费的改革;而要了解

这一改革 ,又不能不分析集体消费制度在改革开放前后的演变路径。

五 、集体消费制度的转型:从合法性逻辑到理性化逻辑

前面已经说过 ,在建国之初 ,由于资源的极度匮乏 ,国家采取了集

中一切资源以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政策 ,其中包括“低工资”与“高积

累 、低消费”的政策 。从工具理性的角度看 ,抑制个人消费水平是国家

在当时所做出的一种理性选择 。但是 ,与之矛盾的是 ,国家在城镇的集

体消费领域却采取了“包下来”的政策 ,也就是说 ,国家实行基本上免费

的社会福利政策(医疗 、住房 、教育 、工伤 、养老 、生育保险等)和就业保

障政策 ,对职工实行全方位的福利庇护主义 。从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

来看 ,国家推行的社会福利政策(集体消费)显然超越了经济发展所能

允许的水平。因此 ,如果说国家在私人消费领域的政策遵循的是“理性

化逻辑” ,那么 ,国家在集体消费领域的政策显然没有遵循同样的逻辑 。

当然 ,在一定的意义上 ,当时的社会福利政策对“低工资”政策具有弥补

功能 ,但是 ,这种福利政策显然不能用理性选择来解释 。

事实上 ,国家当时实行社会福利政策主要不是出于经济考虑 ,而是

出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考虑 ,即:合法性考虑 。社会福利政策是体现

“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和“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制度性举措 ,是国家的“父

爱”(郑功成等 ,2002:11)的证明。由此可见 ,改革开放以前 ,国家在集

体消费(主要是福利和社会保障)领域的政策 ,遵循的是“合法性逻辑”

(表 2)。在一定的意义上 ,在全能主义和再分配体制国家 ,社会福利体

系起到了一种“误识”的作用 ,它使来源于职工的劳动收入所创造的福

利和社会保障 ,看起来是国家“恩赐”的 ,因此 ,它对于提高和维持国家

的声望与威望具有重要的功能 。换言之 ,它充当了生产和维持国家的

合法性资源的任务 ,并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宣传话语的重要内容。不仅

如此 ,它还构成神圣化劳动激励机制的一个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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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正如前面讨论过的 ,随着计划经济时代的低下的社会劳动生

产率导致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改善 ,同时也由于劳动生产率低下

导致的国家财政问题以及财政投入不足问题 ,集体消费出现了“捉襟见

肘”的境况(如:70年代严重的住房短缺)。私人消费和集体消费的双

重短缺 ,使得国家在 70年代中后期陷入了严重的合法性资源危机 。所

以 ,改革初期国家把改善居民生活水平作为重建国家合法性资源的一

个途径 ,就丝毫也不令人奇怪了。

但是 ,一旦国家把集体消费的生产合法性资源的功能转让出去

(如:转交给私人消费和其他民生自由领域),原先社会福利导向的集体

消费体制便不可避免地面临重新选择的问题 。为什么呢? 前面讲到 ,

在改革开放以后的“补偿消费政策”阶段(80年代),由于私人消费生活

水平的提高 ,党和国家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和威望提高了 ,国家的合法

性资源得到有效的重建。尽管随后也发生过波动 ,但在“稳定压倒一

切”的政策下 ,国家并不担心合法性不足的问题了。在这种情况下 ,传

统计划经济时代的集体消费(社会福利与保障)所承担的生产“合法性”

的功能的重要性便下降了。在逻辑上 ,当国家借助居民消费水平的提

高和经济自由的获取而重建了合法性资源的时候 ,或者当国家已经不

担心合法性资源问题的时候 ,国家便不必继续依靠提供免费福利(集体

消费)来生产和维护合法性资源了 。事实也正是按照这个逻辑在进行 。

国家为了在90年代后期进一步推进经济市场化改革的速度和效率 ,于

1994年提出了 “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的原则 。该原则成为国家推行收

入分配领域和集体消费制度改革所遵从的主要依据 。于是 ,集体消费

制度的改革开始按照理性化逻辑(即效率逻辑)而不是“合法性逻辑”来

推行了(表 2)。

事实上 ,远在改革开放初期 ,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集体消费制

度就一直在被人们“问题化”(problemized)。例如 ,由于在计划经济时期

集体消费领域的欲望软约束 ,导致需求膨胀而供给不足;同时 ,有限的

供给也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浪费现象严重(如:医疗浪费问题);人们围

绕集体消费资料的竞争采取了种种不正当手段(如:分房上的不正当竞

争),使得计划经济时代的集体消费模式的弊端凸现出来 ,并被建构为

必须革除的现象 。然而 ,90年代中后期 ,在究竟应该如何进行集体消

费制度改革这个问题上 ,集体消费制度的设计者更多地考虑的是集体

消费供给的效率 ,而相对忽视了公民在集体消费摄取上的公平与公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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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视了政府对社会成员应尽的责任 ,忽视了集体消费所难以剥夺的生

产和维护国家的“合法性资源”的功能 。因此 , “效率优先”成为集体消

费制度改革的主要依据;而公平则仅仅成为附属的 、应该“兼顾”而事实

上常常难以兼顾的东西。① 所以 ,可以说 ,90年代后期所推行的集体消

费制度改革 ,遵循的不再是传统计划经济时代集体消费制度所依据的

“合法性逻辑” ,而是“合理性逻辑”(即效率逻辑)(表 2)。效率逻辑于

是从劳动动机的激励延伸到了集体消费领域 。

　表 2　 改革开放前后的集体消费制度转型的逻辑

阶段 集体消费

改革开放以前 合法性逻辑

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 90年代后期) 理性化逻辑

　　国家在 90年代后期对集体消费的改革还同集体消费与劳动激励

的分离有关。改革开放以后 ,国家在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逐步

对劳动 、人事制度和企业管理方式进行了改革;把个人的收入同个人的

劳动贡献挂钩 ,多劳多得 ,打破“大锅饭”和平均主义的分配模式;建立

劳动合同制度和现代劳动纪律 ,使企业有权解雇不称职的职工 ,打破

“铁饭碗”。物质报酬的激励和劳动合同的约束 ,使得神圣化激励机制

转变成为世俗化激励机制(即制度化的物质激励机制)。正是由于国家

从“制度激励”的角度解决了劳动激励问题 ,使得集体消费不再承担劳

动激励(神圣化激励)的功能 ,国家便可以放手按照效率逻辑对传统的

集体消费制度进行改革。

归结起来 ,将上述国家在安排私人消费制度和集体消费制度背后

的逻辑合并起来概览 ,便形成了表 3:

　表 3　 改革开放前后消费制度转型的逻辑

阶段 私人消费 集体消费

改革开放以前 理性化逻辑 合法性逻辑

改革开放以后 合法性逻辑(80年代) 理性化逻辑(90年代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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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原则的历史合理性 、历史局限性和负面效应 ,吴忠民进行了全

面 、深入的评析(参见吴忠民 , 2004)。



　　可以说 ,国家在 50年代初采取抑制私人消费的政策和在 90 年代

末采取抑制集体消费(主要是社会福利与保障)的政策 ,具有某种内在

的联系。二者皆源于国家的“现代化冲动” 。在 50年代 ,抑制私人消费

是为了腾出资源用于工业化建设 ,而在 90年代后期 ,压缩政府对社会

福利和保障(集体消费)的支出比例为的是减轻政府财政负担 ,以便腾

出资源用于政府投资 ,拉动经济增长。但为什么在 50年代初国家所要

抑制的是私人消费 ,而在 90年代末国家所要抑制的是福利和社会保障

(集体消费)呢? 二者均同合法性资源有关。在 50年代 ,党和国家有着

崇高的威望 ,有着十分丰富的合法性资源作为政策推行的基础 ,不必顾

虑压缩私人消费所引起的社会反弹 。同时 ,由于集体消费(社会福利与

保障)具有生产和维护国家的合法性(“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国家对人

民的关心和爱护”等)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功能 ,因此 ,不论国家财政如何

困难 ,国家也要建立和维护。在 90年代 ,由于劳动激励采取了制度化

的物质激励方式 ,国家没有理由直接压缩私人消费 。相反 ,恰恰由于改

革开放给人们的私人消费带来改善和民生自由的实惠 ,国家才重建了

合法性资源 ,因此 ,国家便可以不再继续倚重集体消费来承担合法性资

源的生产和维持的功能。于是 ,国家便借“效率优先”的名义拿集体消

费(社会福利与保障)“开刀”了 。但国家在集体消费上的改革却导致与

其初衷相背离的后果:为了经济增长 ,国家试图启动国内消费市场 ,但

集体消费的改革措施恰恰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居民的私人消费支出 。

六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从分析政府政策文献入手 ,从宏观角度分析了中国自 50年代

初到 90年代末围绕劳动激励与消费生活的宏观政策演变及其规律 ,认

为 ,在建国之初 ,劳动动机和消费欲求是一对影响国家政策的重要矛

盾。为了迅速摆脱农业国的贫穷落后面貌 ,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 ,国家

需要建立一种持续性的劳动激励和社会动员机制 ,调动人民的劳动积

极性。但是 ,国家却不得不同时抑制人民的消费水平 。国家领导层认

为 ,在一个经济落后 、资源匮乏的国度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 ,必须集中

一切可能集中的资源 ,节省一切可能节省的开支 ,提高国家的资源动员

能力。为此 ,国家在建国初期实行了“高积累 、低消费” 、“低工资”和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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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居民基本消费品资料凭票证供应的政策 ,并借助“统购统销”制度来

落实这些政策(这些政策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以后的一段时期)。

但是 ,如此一来 ,劳动激励和消费抑制之间难免产生张力和冲突 。

为了化解这种冲突 ,国家逐渐建立了神圣化激励机制 ,将劳动激励从物

质激励转移到精神激励。不过 ,长期抑制消费的结果是国家付出了巨

大的政治成本。到了“文革”的中后期 ,随着国家承诺的落空(长期的短

缺和贫困)以及乌托邦理想的幻灭 ,国家不但面临神圣化激励机制失效

的困境 ,而且陷入合法性资源的危机之中 。从这个背景来看 ,70 年代

末启动的改革开放政策不但是要寻找新的劳动激励机制 ,而且是要通

过摆脱贫穷(富民政策)来克服合法性资源危机。而提高居民的私人收

入和消费水平 ,发挥了“一箭双雕”(即:建立新的劳动激励和恢复合法

性资源)的功效 。

从国家的私人消费政策的演变路径看 ,在改革开放以前 ,尤其是在

建国初期 ,国家在私人消费领域的政策遵循的是“理性化逻辑” ,即:为

了尽快实现工业化目标 ,不惜牺牲一代人的消费生活水平 ,并采取措施

来抑制人们的消费欲求。在国家看来 ,人民必须“节衣缩食” , “勒紧裤

带搞建设” 。然而 ,随着神圣化激励机制的失效 ,抑制消费的政策已经

走到了尽头 。因此 ,改革开放以后 ,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消费水平),

事实上充当了重建国家的合法性资源的角色(尽管不是惟一的角色)。

所以 ,改革开放前期 ,国家在私人消费领域的政策所遵循的逻辑发生了

置换 ,从过去的“理性化逻辑”转向了“合法性逻辑” ,即:提高人民生活

水平是为了显示社会主义还有生命力 ,是为了恢复国家的威望(即:合

法性资源)。不仅如此 ,它本身就构成新的劳动激励的一个组成部分 。

从国家的集体消费政策演变的路径看 ,改革开放以前 ,国家在城镇

的集体消费领域实行基本上免费的 、低水平 、广覆盖的政策 ,它所遵循

的是“合法性逻辑” ,即是为了体现“国家的关怀” ,体现“社会主义制度

的优越性” ;同时 ,它也构成神圣化激励机制的一部分。但是 ,改革开放

以后 ,随着私人消费水平和民生自由度的提高以及国家“合法性资源”

的重建 ,集体消费原来所承担的生产“合法性资源”的功能的重要性相

对下降了 。与此同时 ,随着制度化的物质激励取代了神圣化激励 ,国家

也不需要继续倚重集体消费来扮演劳动激励的角色了 。在这样的背景

下 ,计划经济时期集体消费的弊端便变得突出了 ,成为国家所要改革的

对象。国家对集体消费进行改革所遵循的逻辑也发生了置换 ,即: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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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性逻辑”转向了“理性化逻辑”(如:“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正是

由于集体消费政策的逻辑置换 ,导致近期新的合法性资源问题的产生

(王宁 ,2006)。

可见 ,在一个全能主义和再分配经济体制的国家 ,消费安排同劳动

激励有着内在的联系 。这是因为国家的意识形态性目标必须依赖高度

的劳动激励和社会动员来实现 。但是 ,国家目标的实现受到双重约束:

物质资源约束和合法性资源约束。物质资源约束大 ,国家就会“天然

地”产生集中一切物质资源 、提高资源动员能力的冲动 。正是由于物质

资源约束大 ,使得国家在 50年代“理性地”选择“抑制消费”政策 ,以便

集中一切能够集中的物质资源来尽早实现国家目标。但要使得“抑制

消费”的政策能够落实 ,仅有国家的“命令性权力”是不够的 ,因为在实

施“抑制消费”制度的同时 ,国家必需有能力调动人民的劳动积极性和

工作热情 ,后者依赖于国家的合法性资源和“说服性权力”来实现 。

显然 ,没有足够的合法性资源 ,抑制消费的政策往往会导致劳动积

极性的下降和消极怠工的出现 ,而这正是“文革”后期的现状。这就解

释了为什么改革开放之初国家必须通过一系列政策来补偿人民在私人

消费上的“欠债” 。这种补偿消费不但有助于恢复国家的合法性资源 ,

而且也有助于调动人民的生产劳动积极性 。与此同时 ,正是由于在不

担心合法性资源的情况下 ,国家才在90年代后期实施了集体消费的自

由主义式的改革 。由此可见 ,在一个全能主义国家 ,不但消费的制度安

排同国家的劳动激励机制相关 ,而且二者(消费制度和劳动激励)的关

系同国家所拥有的合法性资源的消长相关 。的确 ,从国家所拥有的合

法性资源的消长变化趋势 ,不难辨认出国家在消费安排和劳动激励上

的制度安排的逻辑轨迹。

国家政策和制度的制定 ,表面上看似乎包含许多“宏观行动者”的

个性化偏好与不确定的“任性”成分 ,事实却未必尽然 。从本文对围绕

消费生活与劳动激励制度转型的路径分析来看 ,国家政策和制度的出

台 ,是遵循着一定的规律和逻辑路径的 。意识形态性目标 、物质资源与

合法性资源均构成影响“政策循环”的约束条件。由于政策构成实现既

定意识形态性目标的手段 ,“政策效率”常常支配了政策的制定。但是 ,

政策效率却受到合法性资源的约束。正因为如此 ,国家政策往往是在

“理性化考虑”(政策效率)与“合法性考虑”(政策价值)之间来回摇摆 。

本文的言外之意是 ,政策社会学是一个值得开发的研究领域 ,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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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因为国家政策事关千家万户的利益 ,而且还因为在中国的国情下 ,

政策的出台似乎包含更多不可预测的因素 ,而从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

性 ,对于各方利益主体把握政策的走向 ,以至于主动参与政策制定的博

弈过程 ,都将具有积极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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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rmers' Petition and Erosion of Political Trust in Government

Hu Rong　39

…………

…………………………………………………………

Abstract:Based on survey data ,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rmers'
petition and erosion of political trust in government in China.Factor analysis shows that

farmers' trust in government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components:the grassroots

government trust component , which covers farmers' trust in township government , county
government and city government , and the high level government trust component , which

includes trust in provincial government and central government.The grassroots government

trust is much lower than that of the high-level government trust.Further multi-regression
analysis shows that besides factors such as age , sex and political efficacy , petition

influences political trust significantly.The higher level of government farmers go to for

petition , the more farmers' trust in government erodes.The author argues that in spite of

the substantial flaws in the existing petition system , reforms should not be limited to the

petition sy stem but should be implemented more broadly to find solutions.

Deliberative Democracy in Rural China:A case study

He Baogang &Wang Chunguang　56

…………………

………………………………

Abstract:Villagers' self-government has been carried out in rural China for almost 20

years , and laws and policy regulations relating to it have become more detailed , concrete
and standardised in recent years.However, villagers' basic rights and interests cannot be

guaranteed , and villagers' self-government has not built firm institutional protective

barriers for villagers' basic rights and interests.To improve village democracy and give

villagers access to basic rights , going further with democratic decision-making ,
management and supervision is as important as holding democratic elections.Based on a

successful democracy experiment in a small village in Zhejiang Province , the paper argues

that in order to advanc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deliberative democracy ,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several institutions or procedures such as chairing meetings by independent

moderators , random selection of participants , issuing information in advance , survey-
based decision-making , and democratic consultation on significant affairs.

Consumption Institutions , Incentives to Labor , and Legitimacy Resources:

The change of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regarding consumer lives and laborer

motivations in urban China Wang Ning　74……………………………

Abstract:Employing the method of governmental documents analysis , this paper deals

with the logic underlying the transformations of consumption institutions in China from the

early 1950s to the late 1990s from a macro-perspective.It is argued that in a totalitarian

state , consumption is not something totally at individuals' disposal , but rather some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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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ply shaped by the state' s policies and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Meanwhile , the

state' s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of consumption have much to do with the situation of

incentives to labor.Furthermore ,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onsumption institutions and

incentives to labor vary with the state' s legitimacy resources.Thus , there is a logical path

underlying the change of th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regarding consumer lives and labor

motivation , and this path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hange of the state' s legitimacy

resources.

The Medieval Cities and the Origin of Modern Citizenship:The heritage of

Weber' s sociological study on city Wang Xiaozhang　99………………

Abstract:Citizenship is a core concept of modern politics , and the modern citizenship of

some special western cities originated in the late middle ages.Through a reconstructive

read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Weber' s study on cities ,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by

comparative studies between the eastern cities and the western cities , between medieval

cities and ancient cities , and via the hidden dimension of religion in his sociological study

on city ,Weber showed to us the structural , economical and cultural conditions under which

the western medieval cities were capable of giving birth to the early shape of the form of

modern citizenship.Weber' s analytic framework with respect to the medieval cities and the

origin of the modern citizenship is of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to our understanding and

reading of the recent theories related to citizenship , including the disputes between

Communitarianism and liberalism.

Is High Response Rate Better?Another understanding on response rates for

social survey Feng Xiaotian　121………………………………………

Abstract:Based on the query of American scholar ,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problem of

response rates for social survey and its methodological significance.Using the results of

American GSS for reference ,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on the one hand , as the size of a

sample represented by the response rate is the final indicator of representativeness of a

survey result , so the higher response rates the better.On the other hand , there are many

factors restricting and affecting the response rates for social survey , and if seeking an

impractical high response rate it would be likely to affect the quality of the survey.In this

case the higher does not equal to better.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both the completeness

of the sample and the quality of the information to increase response rates as well as avoid

high response rates with lower quality.

Is Falsification Possible in Social Science? Zhang Yang　136…………

Abstract: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methodology of Popers methodological falsificatio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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